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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时
代。东汉末年，天下一分为三，呈三足鼎立之势，
各派势力都有自己的政治观点，都可以上升到政治
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三国时期虽然没有专门论述
政治哲学的著作，但是《后汉书》《三国志》《晋
书》和《资治通鉴》等历史文献记载了大量的政治
家的言论和谈话，以及史书记载的历史人物的政治
实践，为我们提炼和概括当时的政治哲学观点，
提供了依据。限于篇幅，我们主要以曹操、孙
权、周瑜、刘备和诸葛亮等人的政治哲学观点为
例。
一、以道御之，抚恤安民
曹操不是思想家或理论家，没有全面阐述自己
政治哲学的著作，其政治哲学观点散见于其各类文
章以及与各色人物的谈话之中。比如，曹操与袁绍
的一次谈话，就明确表达了他的政治哲学的基本观
念。当时正是兴兵讨董卓之初，袁绍担心举事失
利，同时怀疑曹操的实力，便用试探的口吻问曹
操，如果讨董卓失败，曹操如何退守。曹操知道袁
绍的用意后，不正面回答问题，却以同样的问题反
问袁绍以试探其志向，面对曹操的反问，缺少谋略
的袁绍坦言道：“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
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完全是一个
地方豪强或军阀的口气。面对袁绍的坦言，曹操表
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
御之，无所不可。”[1]26这话听起来有些虚玄，的确
让袁绍不知所云，可是曹操却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哲
学的基本范畴——“道”。驾驭群臣的可能是君主
的权术，而能够驾驭天下智慧与力量的只能是最高
的政治哲学理念，这是完成政治伟业的指导思想。
作为曹操政治哲学的基本范畴的“道”的具体
内容，曹操当时没有解释，以后也没有直接讨论，
似乎给我们留下一个谜。我们只能结合与曹操有关
的其他文本来理解其“道”了。政治哲学的基本范
畴是用来表达对理想社会的理解的，就儒家政治哲
学而言，其表达理想社会的范畴就是“道”。虽然
曹操不是儒家，但是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表
达了自己对理想社会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用此文
的一些观点来帮助我们理解曹操政治哲学之“道”
的范畴。
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简要地描述了自
己不凡的一生，虽然有人怀疑其真诚，但是，曹操
介绍自己志向的变化、人生坎坷的经历与历史事实
基本相符，所以，通过曹操这段文字把握他心目中
的“道”是可信的。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
表达的社会理想是“天下清”。面对宦官专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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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腐败，地方豪强恣意横行的东汉政局，在得罪朝
中宦官和地方豪强之后，他怕危及家人安全而托病
辞官，并且表达了隐居乡间而不入仕的决心：“从
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1]32当年曹操才30岁左
右，如此年轻就决心归隐，可见他与东汉末年黑暗
政治的格格不入。
曹操不可能没有称帝的野心，但是就当时的政
治局势而言，无论谁称帝都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
所以，表明自己没有称帝野心，是政治理念的宣
扬；当自己有了强大的军事实力时，依然坚决不称
帝，则是政治智慧的表现。政治理念与政治智慧
的结合，体现在曹操“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
矣”[2]2173的自我标榜。其诗表达得更为生动：“山不
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3]236有人
说曹操心里很想称帝，只是因为怕天下人群起而攻
之所以不敢而已。曹操心里究竟怎么想，我们无法
知道，他所做的表白的可信度也没有必要追究。因
为，无论是称帝还是任丞相，他实际上已经是东汉
末年朝廷中的最高统治者，其政治哲学观念已经具
有转化为社会现实的主观条件，因此，我们可以根
据历史记载的曹操的一些行为来论证曹操的“以道
御之”之“道”，究竟是驭臣之术，还是理想追求？
兼并土地、鱼肉百姓、横行乡里的地方豪强是
东汉末年的政治毒瘤。曹操二十岁被举为孝廉，任
洛阳北部尉。曹操一上任，就制定了严格的执法手
段，专门做了五色棒悬在城门左右，如果有人犯
禁，无论什么身份一律棒杀。几个月后，皇帝宠爱
的宦官骞硕的叔父违反规定而夜行，果真被打死。
一时间，整个洛阳城没有人再敢犯禁。宦官和洛阳
城中的豪强都忌恨曹操，却又没有办法除掉他，只
好一起推荐曹操为顿丘县令，让他离开洛阳。黄巾
起义爆发后，曹操拜骑都尉，赴颍川征讨黄巾义
军，因有功而升为济南相。济南所辖十几个县，
“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
断淫祀，奸宄逃窜，郡界肃然”。[1]4通过曹操的治
理，居然“政教大行，一郡清平”。[1]4此话虽然有
些夸张，但是让我们看到了曹操坚决打击地方豪强
势力的史实。
东汉末年，曹操努力平定割据势力，追求天下
一统，恢复社会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曹操的宣称
与所作所为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其政治哲学的
内涵。其一，“以义动”。这个观点是在曹操反对袁
绍要立刘虞为帝时表达的。曹操说：“董卓之罪，
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
此以义动故也。” [1]4如果随意废立皇帝，就与董卓
一样违反了天下之大“义”。可见此“义”有君臣
之义的“义”，有社会最高权力更迭的合法性之
“义”，也有除暴安民的社会正义之“义”。其二，
“整齐风俗”。董卓之乱十五年后，曹操基本控制了
北方的局势。为恢复社会秩序，他发布政令整顿风
俗，令中针对袁氏父子的倒行逆施列举了四大恶
俗：（1）拉邦结派，结党营私；（2）父子之间相互
攻击诋毁；（3）颠倒黑白，诬良为奸；（4）欺天罔
君，视奸为忠。曹操表示：“吾欲整齐风俗，四者
不除，吾以为羞。”[1]27坚决铲除腐败政治现象和道
德沦丧的社会风气，这些政治实践是对曹操所谓
“天下清”的政治哲学理念的最好注解。
曹操为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实施了一些经济政
策。首先，将百姓从地方豪强的残暴统治之下解放
出来。曹操加强了打击豪强的力度，加重了对豪强
兼并土地行为的惩处，自然得到普通百姓的欢迎。
其次，抚恤社会弱势群体。曹操下令：“女年七十
以上无夫子，若年十二以下无父母兄弟，及民目无
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则无妻子父兄产业者，
廩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
给贷。”[1]50这些政策不知道能否真正实行，但能够
制定这些政策，并试图使之成为制度和法规的努
力，再一次向世人表明曹操心中“天下清”的社会
理想。虽然，这些政策并没有超出孔子提倡的仁
政，孔子只是理论上的设想，而曹操是将这种理想
初步化作一时的政策或者相对稳定的制度，即使没
有确切材料证明这项政策得到过充分的贯彻落实，
并且真正成为一项制度，但是，能够形成一时的政
策也算是一种进步。即使一时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实
施，但它依然体现了曹操的政治哲学观点。
曹操政治上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政治
理念指导；其最终的失败，则是由于自身难以克服
的缺点，使其政治理念与某些军事活动相脱节。曹
操虽然胸怀大志，意欲统一天下，表示要建立“天
下清”的理想社会，但是，他在恢复社会秩序的过
程中，使用严刑峻法，在打击豪强的同时，也伤害
了百姓；在与各诸侯割据势力交战的过程中，他滥
杀无辜，坑杀降卒，表现出惊人的残酷。他的部下
更是以屠城为功，以滥杀为乐。成千上万的荆州百
姓跟随刘备南下以避曹操大军，他的残酷杀戮就是
原因之一。当他的大军云集江北的时候，荆湘与吴
越军民以及孙刘两家的君臣上下联合成统一战线，
曹操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虽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
改变，但是统一大业却遇到了一时难以克服的巨大
障碍。再加上他自己由于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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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太大，逐渐骄傲起来，渐渐地脱离了他最初的政
治理念。南下征讨东吴的军事失败使得曹操的统一
大业没有完成，其军事实践与政治理念相脱节，其
“天下清”的理想社会必然不能实现。
二、鼎足天下，固守江东
面对曹兵压境，东吴内部围绕是降是战的争
论，展示了吴国君臣的政治哲学观念。首先，是对
“义”的理解。周瑜认为，如果曹操“率义以正天
下”，东吴可以考虑尊重他。但是，“操虽讬名汉
相，其实汉贼也”，那么曹操对东吴的战争就无
“义”可言了。由此可见，周瑜所谓的“义”是统
一天下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称曹操是“汉贼”不过
是为自己抵抗曹操的统一战争寻找借口，并使自己
的武装割据具有正当性。讨伐董卓时，天下诸侯共
举“义兵”，对“义”的理解基本一致。董卓被
除，群雄并起，兼并战争中的各方对正义性不可能
有统一的认识。否认曹操是“汉相”，无非是将他
认定为争霸中的诸侯之一，那么由谁统一天下只能
是竞争的结果。战争环境就是强权政治，义与不义
全靠实力说话。因此周瑜对孙权说：“将军以神武
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
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
秽。” [4]1261孙权听罢兴奋异常地说：“君言当击，甚
与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4]1262其实，战争的正义
性往往是交战双方从自己利益出发所作的合理性辩
护。比如，鲁肃告诫孙权，谁都可以投降曹操，只
有孙权不能，因为，其他人降曹操依然可以做官，
而孙权降操却没有出路。此话正中孙权下怀，所以
他才会说：“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
赐我也。” [4]1270孙刘两家之所以能够联合起来一致
抗曹，就是因为二者在保护自己利益这一点上达成
了共识。
曹操在削平群雄，统一中国北方的过程中，以
及在恢复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确表现出非凡的胆
略和超人的才能，他是一个很有气魄的政治家。但
是，在挥师南下统一中原的过程中，遇到了两个强
劲的对手——孙权与刘备。他们的抱负是一样的：
统一中原，成就帝业。但是，他们都认为这个历史
任务应该由自己来完成，那么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不
可调和。曹操被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尤其是
“不战而屈人之兵”夺取荆州，无论在政治上还是
军事上，都使曹操的事业达到了顶峰。然而，赤壁
之战所面对的敌手，不再是昏庸无能且刚愎自用的
袁绍，也不是乳臭未干且群臣异志的刘琮。孙刘两
家结合成统一战线，共同阻止了曹操统一全国的进
程。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看，全国统一是必然趋
势，代表全民族的共同心愿，是民族“大义”，因
为真正的统一意味着和平与安定。但是，曹、孙、
刘三人都认为自己上代表天意，下顺从民心，为争
统一权而进行长期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三国一直处在备战状态，军事开支很大，人民不堪
重负。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主张“迎”曹的人，
虽然出于私利惧怕曹操的强势，是对强权政治的屈
服，但却与民族大义一致，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
赤壁之战失利后，曹操因内部问题和西北军事
一时无暇顾及南方，因此孙刘两家之间的矛盾上
升，其焦点是争夺荆州。鲁肃为孙权建议的建立帝
业的步骤是，先成鼎足之势，再取荆州、袭巴蜀，
进而“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
天下”。[4]1268所以，夺取荆州是赤壁之战后吴国既定
的战略方针。因而刘备在赤壁大战之后，总算有了
自己的栖身之处，按照诸葛亮的《隆中对》，荆州
是其北伐的战略基地。围绕荆州，孙刘两家势在必
得，矛盾不可调和。双方的争夺必然削弱各自的力
量，将统一中原推向了遥远的未来。而且，这种明
争暗斗，直接影响甚至改变着两家的政治观点和长
远战略，尤其对孙权的战略思想和治国方略产生的
影响更大。当刘备为夺取荆州发动攻吴战争时，东
吴派使者质问刘备：“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
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
若审此数，易于反掌矣。”[2]2190这些大道理东吴并未
用来约束自己，却在得了便宜之后用来指责别人。
诚然，这些问话不排除使者个人的观点，但将其与
孙权夺取荆州的行为相比较，可以深切感受到以孙
权为代表的东吴统治集团的政治特征。他们只有维
护自己利益的政治谋略，根本上缺乏追求更高的社
会理想的政治哲学理念，因此，他们是不可能完成
全国统一大业的，即使完成了也是新一轮暴政的开
始。
曹丕以禅让的方式，登上皇帝宝座。第二年，
刘备在蜀称帝。孙权虽有称帝的念头，但是一方面
觉得自己年轻，任吴王时间不长，一时难以服众；
另一方面，夺取荆州杀了关羽，刘备必来报复，孙
刘两家关系一时难以和好，因此决定“深绝蜀而专
事魏”。孙权对魏称臣当然不是真心，“先卑而后踞
之” [4]1223才是他的用意。当魏国派遣人到吴国盟
誓，并征任子时，孙权用各种借口加以拒绝。当曹
魏征讨吴国的大战即将暴发时，吴国南部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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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内患一时难弭，孙权只好给曹丕写了一份言
辞谦卑、引咎自责的上书。曹丕被孙权的假象所迷
惑，沉湎于虚幻的统一江南的胜利之中。孙权平息
内乱之后，魏吴再度反目，结果吴国大败，孙权则
派人赴白帝城与刘备讲和。吴蜀自此再度开始和
好，但是孙权此时依然保持着与魏文帝的往来，直
到几年后才终于与魏断绝关系。孙权称帝后，蜀国
派使者赴吴国道贺。吴蜀两国约定平分天下，将魏
国占据的州郡分为两部分，豫、青、徐、幽属吴，
兖、冀、并、凉属蜀。魏国京师直属的司州，以函
谷关为界，一分为二。并且订立盟誓，两家戮力伐
魏。从此，吴蜀两国再无战事，联合共同抗曹的局
面一直延续到蜀国灭亡。
孙氏家族出身于地方豪强，没有士族豪强在社
会上的名望与号召力，但是他们所依赖的基础是过
江的士族豪强和江东的地方豪强两大势力。两大豪
强势力之间是有矛盾的，双方力量的消长直接影响
着吴国的政治。当士族豪强占据上风的时候，东吴
的政治目标是统一中原；当江东地方豪强的力量居
优势的时候，东吴的实际政策则是固守江东，分庭
抗礼，甚至不惜对魏国称臣。这种政策上的反复无
常，进一步表明东吴集团政治理念的缺乏。
孙权称帝之后的初期，尤其是在外部矛盾上比
较尖锐。当外籍士族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还是比
较开明的。赤乌五年（242年）春，立子孙和为太
子，大赦，改禾兴为嘉兴。百官奏请立皇后及四
王，孙权反对道：“今天下未定，民物劳瘁，且有
功者或未录，饥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丰子弟，
崇爵位以宠妃妾，孤甚不取。” [4]1145同年三月，海
盐县传言见到了黄龙，孙权认为这是上天的警示，
所以下令禁止向宫内进献，并降低宫中的伙食标
准。赤乌十年二月，孙权迁到南宫。三月，将南宫
改作太初宫。孙权下诏书，令主管官员拆武昌宫的
材料，修缮太初宫，其动机显然是要减轻民众的负
担。
灭关羽，取荆州，称吴王后，东吴势力达到顶
峰，孙权骄傲起来。他经常酗酒欢宴，一次于武昌
临钓台饮酒，大醉，使人以水洒群臣说：“今日酣
饮，推醉堕台中，乃当止耳。” [4]1221另一次，孙权
与群臣共饮，起身给群臣劝酒，虞翻伏在地上，假
装醉不能持；孙权一离开，虞翻便坐起。孙权知道
后大怒，拔剑欲击之，坐在旁边的人无不惊慌失
措。大司农刘基起身抱住孙权进谏，虞翻才没有被
杀。吞并荆州以后，领地扩大，人事增多，君臣之
间，渐生猜疑。孙权也开始信用酷吏，罗织罪名，
诬毁大臣，陷害无辜。吴太子孙登多次进谏，孙权
根本不听，群臣也不敢多言，整个朝廷人人自危，
人心开始涣散。孙权的家庭关系也很乱。宠妃之间
争做皇后，儿子间争做太子。家庭间的争斗影响到
外廷，朝官们分成拥嫡和拥庶两派。孙权终于废太
子孙和，立孙亮为太子。拥嫡派遭受惩罚，两派怨
恨越加深刻。东吴政权的开明政治一去不返，并进
一步朝着暴虐、腐败之路下滑。
三、兴复汉室，壮志难酬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以其高超的智慧将一个弱小的蜀国管理得井井有
条，且能够与比它大七八倍的魏国抗衡几十载，甚
至使魏国疲于防守，几无还手之力。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道德境界，更是传颂千载，家喻户晓。
然而，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壮，永远令后人感慨
万端。诸葛亮的悲剧充满了偶然，但却无法否认其
中历史规律的必然。势之所至，个人的意愿是无法
抗拒的。
诸葛亮的人生理想，我们可以从他给亲戚的一
封信中读出。他说：“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
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
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
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
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
庸，不免于下流矣！”[5]28这种成就一番伟业的志向
是诸葛亮政治哲学的基础，其观点在《出师表》中
做了更明确的表达：“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
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
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
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
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
来，夙夜忧叹，恐付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
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
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
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
也。”为此，诸葛亮的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5]6
“兴复汉室”是蜀汉一国最高的政治目标，其
中包含了与曹操的“以义动”，周瑜的“率义以正
天下”中的“义”范畴的内容，可以视为蜀国的政
治哲学理念。除了“兴复汉室”之外，尊重人的价
值和作用，也是蜀汉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建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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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曹操南征刘表，刘琮遣使向曹操请降。刘备
屯兵樊城，直到曹操大军抵宛城才知道，急忙带着
诸将和众人撤走。刘琮的部下以及许多荆州百姓跟
着刘备撤离。到达当阳时，人数达十多万，辎重车
数千辆，每天只行驶十多里路。有人对刘备说：还
是加快速度去保卫江陵，现在虽然人多，但是能够
战斗的人太少，如果曹操兵至，如何抵挡？刘备
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
去！”[6]880刘备此语强调民心民意的归附是建国立业
的基础。诸葛亮也认为万事“以人为本”，但他所
强调的是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他说：“万物之
事，非天不生，非地不长，非人不成。”[5]60虽然天
地是万物赖以存在的基础，是万物生长的原因，但
是万事万物的成败，则是人努力的结果。事在人
为，克尽主观努力，将事情做得最好。虽然最后
“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这种努力成就了一种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境界，有形的事业
失败了，无形的精神永存。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预见了天下三分的局
势。后来，顺利地进取益州，又成功地从曹操手中
夺得汉中。刘备在众臣的拥戴下，做起了汉中王。
一切准备停当，只等诸葛亮所谓的“天下有变”。
然而，时局却没有按照诸葛亮的预见发展，甚至完
全出乎他的意料。首先是孙权为夺取荆州而对曹操
称臣；其次是关羽贸然进攻襄阳，被孙权从后路偷
袭，兵败身死，丢了荆州。没等到“天下有变”，
自己的战略根据地先失了一半，相互配合与牵制敌
兵的犄角之势就此失去，兴复汉室的愿望几乎无法
实现，刘备留下“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5]7的
遗嘱后撒手人寰，使诸葛亮陷入两难：不讨贼王业
没有存在的意义，只能坐以待毙；孤守益州的蜀汉
国，基本上失去北伐胜利的希望；而兴兵北伐只是
一场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一意孤行。成霸业，兴汉
室，是诸葛亮为刘备也就是后来的蜀汉制定的总的
政治方针，诸葛亮的治国、治军、伐魏等政治活
动，都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兴复汉室”的政治
理想，作为诸葛亮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虽然有一定的号召力，但是，这个政
治口号作为政治哲学观念，本身隐含着必然失败的
悲剧性结局。因为，东汉末年政治极度腐败，东汉
政权的灭亡是历史必然。当汉帝被废，汉朝老臣死
尽之后，“兴复汉室”的政治旗号就完全失去了号
召力，再一意孤行地“兴复汉室”，便是逆历史潮
流而动了。
虽然“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失败了，但是
在这个既定方针指导下，诸葛亮的治国实践还是有
成功之处的。蜀汉在三国中的根基最薄，取得基地
的时间最晚，诸葛亮能够辅佐刘备父子在当时激烈
复杂的斗争中与魏、吴鼎足而立是极为不易的，这
些功绩与诸葛亮的政治哲学和治国才能是分不开
的。诸葛亮治理蜀国是为了“兴复汉室”的大业，
同时也是为了造福当地的百姓。在当时鼎立的三个
国家里，蜀国在诸葛亮在世时的政治是最清明的，
经济和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也相对较
好，至少在频繁出兵北伐之前是如此。
为了治理好国家，诸葛亮对封建国家的政治结
构、君主的政治素质、臣子的道德要求都制定了一
些标准。诸葛亮说：“君臣之政，其犹天地之象，
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
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疑政不可以授臣。
上下好礼，则民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
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
事。政者，正名也；事者，劝功也。君劝其政，臣
劝其事，则功、名之道俱立矣。”只有按照这个标
准，才能将蜀国治理好，才可能对天下具有感召
力，才能够为北伐提供充足的人力和物力的支援。
同时，诸葛亮还提出了与“私”和“邪”相对立的
“公”和“正”的概念，将其作为良好政治的评价
标准。他说：“私不乱公，邪不干正，此治国之道
具矣。” [5]61当然，诸葛亮并没有“公正”的概念，
在专制极权的等级社会中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公
正，但是他要求以健全的官职、严格的等级、透明
的政务，有效的管理，保证社会的“公”和
“正”，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已属难能可贵。
诸葛亮对蜀国出色的治理，其目的是为了“兴
复汉室”，但是他每次出征，往往无功而返，其原
因除了政治理念的不合时宜之外，一是由于地理条
件限制，粮草供给不上，二是因为实力不足，很难
构成对魏国威胁。面对蜀汉的进攻，魏国往往只用
长安以西之兵就足以阻挡。诸葛亮长途远征，魏国
军队只守不攻，以逸待劳。虽然，第一次出祁山还
有对敌出其不意的效果，然而街亭失守，功败垂
成，使蜀国对魏国永远不再有突然袭击的优势。一
个弱小的国家要想打败比自己大七八倍的敌人，如
果没有了突然性的先发制人的优势，无论军队作战
力再强，指挥再高明，取胜的可能微乎其微。诸葛
亮心中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依然顽强地坚持出祁
山，在几乎取胜无望的情况下与魏国交战。他最后
的行为，已经不可能“兴复汉室”，因为此旗号早
已过时，而是在尽一个托孤老臣的责任，以报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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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遇之恩。诸葛亮不能坐以待毙，更不能在碌碌
无为中老死，他要践行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的誓言，他一定要死在兴汉伐魏的战场上，以生命
的结束作为事业的终止。可以说，诸葛亮晚年的军
事行动，不仅仅是在实现理想，更多的是在兑现承
诺，是在完善自己的道德境界。然而，这种徒劳无
益的战争给交战双方的人民带来巨大的生命与财产
的损失，当“兴复汉室”的政治理念已经显得毫无
意义的时候，兴师北伐就越来越具有诸葛亮的个人
色彩，其战争的正义性更加值得怀疑，这进一步降
低了战争取胜的可能性，加速了蜀国走向灭亡的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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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selected some main articles and speech from the History of Later Han Dynasty,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the History of the Jin Dynasty,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and the Zhuge Li⁃
ang’collected works to abstract Cao Cao, Sun Quan and Zhuge Liang’s political views, especially the categorie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such as,‘Dao’,‘Yi’,‘Qing Ping’,‘Gong’,‘Zheng’, etc. We combined with their political
practices, try to explain the reasons of their success and defeat. We evaluated the modern value of these categories
from a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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